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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实证研究

宋 英 辉 等

内容提要：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案件处理方式，近年来出现于我国司法实践

之中，并在许多地区进行了多元化探索。数据表明，在刑事和解的内容、适用的案件范

围、主持者和参与者、和解成功案件的处理方式、需要的工作量和时间、影响成功与否

的因素、相关配套制度和效果等方面，有些理论预设是成立的，有些则是不完全成立甚

至是根本不成立的。历时两年多的实证研究，不仅检验了刑事和解的各项功能及对刑事

和解的正当性基础提供了数据支持，更重要的是在宏观上揭示了我国刑事和解的现状，

从而为解决刑事和解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探索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可行性模式提供了认识

上的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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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传统的办理刑事案件方式以确定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和对犯罪者适用刑罚为核心，在有效打击

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１）案件处理后，原有矛盾

难以化解，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难以修复，有些甚至激化矛盾，酿成更严重的案件。（２）被害人因

犯罪所造成的心理创伤难以抚慰，物质损失难以及时补偿。（３）关押场所交叉感染，导致重新犯

罪和严重犯罪。（４）办案机关不堪重负等。

在我国，由于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人口流动性大和社会整体处于转型期等特殊因素的影

响，某些问题更为突出。例如，被害人由于难以获得赔偿并消解犯罪对其产生的影响，有些诉诸

非常规的手段 上访、申诉甚至私力救济；公、检、法机关办案人员超负荷处理大量刑事案件

而疲于应付，难以保证办案质量。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刑事司法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整体效能。

针对上述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我国公、检、法机关开

始探索在公诉案件中鼓励当事人和解的办案方式 （以下称 “刑事和解”）。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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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传统的案件处理方式，开始出现于我国司法实践之中，并在许多地区进行了多元化的探索。我

国刑事和解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包括：（１）强调在遵循平等、自愿、合法原则的基础上，在符合案

件事实清楚、加害人认罪且当事人双方自愿和解等条件的前提下适用刑事和解。（２）建立在加害

人真心悔过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地以经济赔偿换取宽缓处理。（３）加害人与被害人在平等、

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协商，加害人通过赔礼道歉、经济赔偿、提供劳务等取得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对加害人表示宽恕，达成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化解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修复被犯

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４）尽管在名称上称为 “刑事和解”，实际上并不是直接对刑事部分的和

解和处分。当事人通过和解直接处分的其实是他们的民事权益。但是，当事人对民事部分的处

分，通常会对刑事案件的处理产生一定的影响，办案机关在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基础上综合案件情

况，特别是考虑犯罪的危害性、加害人悔过、赔偿情况及被害人态度等因素，对加害人作出较为

宽缓的处理，包括撤销案件、不起诉、定罪免刑及从轻处刑。

一般认为，刑事和解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正当性：从理论上来说，构建和谐社会理论是刑事

和解的理论基础，而宽严相济则是刑事和解的刑事政策基础；从实践上来说，刑事和解在审前分

流案件、减少短期自由刑的适用、保障被害人权利和修复社会关系以减少申诉、上访等方面具有

传统办案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但由于法律没有对公诉案件和解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所以，刑事

和解也有许多问题有待探讨。譬如，刑事和解是否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与罪刑相适

应原则，刑事和解是否就是 “以钱买刑”等；刑事和解所具有的优势有的是基于理论分析或个案

分析而得出的，尚未经过一定数量案件的检验；刑事和解中加害人履行义务的方式主要限于经济

赔偿；刑事和解的各项配套措施仍未确立等。

基于此，有必要通过系统、深入研究，探讨刑事和解的正当性，对刑事和解的各项功能进行

检验，明确刑事和解适用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可行模式。为此，我们通过调

查、观察、实验等实证研究方法，对实践中的刑事和解进行了研究。

一、刑事和解实证研究的时间与方法

研究持续近两年半的时间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一是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刑事和解适用情况的调查；二是重点选定三个地区，在八个基层检察院进行

为期一年的刑事和解实验与观察；三是对刑事和解成功的案件进行追踪和回访，分析相关数据。

实证研究方法主要运用了实地调查、问卷调查、观察、实验等。

第一，实地调查。调查地点包括：浙江省杭州市、上海市、江苏省南京市、无锡市、苏州

市、张家港市、江阴市、宜兴市等、河北省石家庄市、山东省烟台市、海南省三亚市、湖南省长

沙市等。调查对象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察、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通过调查，收集了各地关

于刑事和解的规范性文件、典型案例，并与具体办案人员进行了座谈，在有的地区还查阅了有关

案卷，观察了个案的刑事和解过程，访问了部分已经和解案件的当事人。

第二，问卷调查。问卷分别针对司法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发放。发放地区包括北京、山东、

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新疆、西藏、甘肃、吉林和辽宁等省市自治区。此外，还在国

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级法官、高级检察官和警

官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２７５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３６４份，其中司法工作人员１１２３份

（包括警察２６２份、检察官５４５份、法官３１６份），社会公众１２４１份 （包括教师、学生、公务员、

城市居民和农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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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实验与观察。实验地点包括：在位于华东的Ｊ省选择了Ｎ市 〔１〕和 Ｗ 市 〔２〕作为东

部较为发达地区的代表，在位于华北的Ｈ省选择了Ｓ市 〔３〕作为中部中等发达地区的代表。这

些地区均已有过刑事和解的探索。在上述三个地区中选择八个基层检察院，其中既有传统的市中

心区 （Ｎ市的ＮＸ区、ＮＱ区、ＮＹ区，Ｗ 市的 ＷＢ区、ＷＣ区、ＷＮ区），也有相对较为偏远的

郊区、新区或开发区 （Ｗ市的 ＷＨ 区，Ｓ市ＳＹ区）。

在实验方法上，采用一种类似于 “原生态”的方式，以保证结果的客观性。课题组仅就如何

区分实验组与对比组及如何收集研究信息提出要求，但对具体案件如何办理、刑事和解如何具体

适用则不作过多的要求与干涉，而是由办案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自主决定。在项目研究中，

规范了可以进行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４〕划分了实验组与对比组，〔５〕明确了进入和解程序的条

件。〔６〕在刑事和解主持者方面，按照实践中的做法，由各办案机关根据情况自行决定选择一种

模式。〔７〕在刑事和解的参与人员方面，由承办检察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需要确定。〔８〕在和解

成功后刑事案件的处理方面，则按照已有做法处理。〔９〕

在案件量方面，实证研究项目组重点观察、跟踪的案件共有１４９３个，有７５１个案件 （其中

加害人总数为１０１３人，被害人总数为９９６人）纳入实验组，其中１９３个案件因为符合进入和解

程序的条件而进入和解程序，５５８个案件按照传统办案流程办理。在进入和解程序的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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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Ｎ市位于长江中下游的丘陵山区，是中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生产基地，华东地区重要的交通、通讯枢纽，全国重要

的高教、科研基地，曾被评为中国城市综合实力 “五十强”第五名，２００６年生产总值２７７４亿元，人均生产总值４．６

万元，是我国东部较为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

Ｗ市位于Ｊ省南部，现已成为我国沿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具有较大规模、较高水平的现代工业城市，并跨入中国城市

综合实力 “五十强”，２００６年生产总值３３０１亿元，人均生产总值７．２万元，是我国东部较为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

Ｓ市位于华北平原腹地，是 Ｈ省中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２００６年生产总值为２０６４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为２．２万元，

属于我国中部中等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

纳入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是根据各地已有规定确定的，主要参考了各地已有规定的内容。这些规定包括：上海市

公、检、法、司四机关联合制定的 《关于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的若干意见》；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制定的 《关于检

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 （试行）》；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和南京市司法局、南京市 “大调解中心”会

签的 《南京市轻罪案件委托人民调解的实施意见》；无锡市公、检、法、司四机关联合制订的 《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

若干意见 （试行）》；烟台市人民检察院制定的 《平和司法程序操作规则 （试行）》等等。纳入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具

体包括：轻微刑事案件，即可能判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案件；可能判处三年以

上有期徒刑的下列案件：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犯罪案件；交通肇事案件；因民间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过失致人重

伤案件；其他适宜和解的案件。下列案件不纳入和解的案件范围：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

案件、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涉外案件、其他不宜适用和解的案件。据此，作为观察对象的案件，约

占当地有关机关全年办案总量的４０％。

根据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的原始编号，将所有案件分为奇数组和偶数组。奇数组中属于可以和解的案件范围的进

入实验组，偶数组中符合上述筛选标准的案件进入对比组。对于实验组案件，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和解。对于对比

组案件，按照传统办案方式办理，不告知当事人可以进行刑事和解，但对于当事人要求和解的案件，又符合和解条

件的，进入和解程序。

对于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案件，可以进入和解程序：案件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认罪、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否则，

案件按照传统办案方式办理。

刑事和解共有三种主导模式：检察官主导调解的模式；人民调解员主导调解的模式，即检察机关将符合和解条件的

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并负责对和解过程、和解结果的监督；混合模式，即检察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

定由检察官调解还是调解员调解，或者由当事人选择。其中选择检察官主导模式的有ＳＹ区与 ＷＮ区，选择人民调

解员主导模式的有ＮＱ区、ＮＹ区和ＮＸ区，选择混合模式的有 ＷＨ区、ＷＣ区和 ＷＢ区。

基本上区分为三种：加害人－被害人模式：仅由加害人、被害人参与的和解模式；加害人、被害人及其亲友参加模

式：由加害人、被害人及支持他们的亲友参加的和解模式；社区模式：有社区代表参与的和解模式。

共有三种处理和解成功案件的方式：检察机关退回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检察机关向

法院提出从轻处理的量刑建议。其中，由检察机关退回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的做法是司法实践中的惯例，法律对此并

未规定。之所以退回公安机关撤案，而不是不起诉，主要是在裁量不起诉适用方面存在一些障碍。



１３７个案件和解成功，５６个案件和解失败。有７４２个案件 （其中加害人总数为１０７９人，被害人

总数为１００７人）纳入对比组，其中１３５个案件在双方当事人要求下进入和解程序，６０７个案件按

照传统办案流程办理。在进入和解程序的案件中，１０６个案件和解成功，２９个案件和解失败。可

见，在实验组中，进入和解程序的案件占全部实验案件的２５．７％，和解成功案件占进入和解程序

案件的７１．０％，和解成功案件占全部实验案件的比率为１８．２％；而在对比组中则分别为１８．２％、

７８．５％、１４．３％。

在项目研究中，还增加了Ｊ省Ｓ市Ｐ区作为观察对象，该区在探索防止刑事和解过程中权力

滥用的监督机制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

为全面真实收集刑事和解的有关数据，采用当面回访与电话回访相结合的方式，对一些典型

案件的当事人进行了当面回访，其他当事人进行了电话回访。回访对象为回访时未在监狱服刑的

所有和解成功案件的加害人与被害人。回访内容包括：回归社会情况；重新犯罪情况；对刑事和

解的满意度；和解对犯罪影响的消除等。回访比率为：回访加害人１４３人，占和解成功案件全部

加害人的４５．４％；回访被害人１１７人，占和解成功案件全部被害人的４１．９％。〔１０〕

项目研究中使用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来收集和分析数据，并采用比对方法。主要包括：一是比

对和解成功案件与常规刑事诉讼办案方式办理案件的效果。数据来源为案件和解过程中收集的信

息、和解成功案件的跟踪回访、对未和解成功案件的观察、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及可以查阅的

公共信息。二是比对刑事和解成功案件与该有关地区前一年类似案件的情况。〔１１〕三是比对实验

组案件与对比组案件的情况。

二、刑事和解适用的基本状况

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就以下方面对我国刑事和解的基本状况作出分析：

（一）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

在针对司法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中，２８．８％的人认为应当以可能判处的刑罚为标准，可能判

处一定期限以下刑罚的案件可以刑事和解；〔１２〕２３．８％的人认为，应当以案件类型为标准，确定

一定类型的案件可以刑事和解，其他类型的案件不可以和解；３８．０％的人认为应当以可能判处的

刑罚和案件类型为双重标准，符合双重标准的公诉案件可以刑事和解；８．４％的人认为不应当规

定具体标准，应由办案人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决定。

在重点观察的案件中，共有１６种案由的案件和解成功 （详见表一）。这些案由分布于刑法分

则的第二、三、〔１３〕四、五、六章，尤其集中于刑法分则第四章规定的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

主权利罪”和第五章规定的 “侵犯财产罪”。

数据表明：故意伤害 （轻伤）案件、盗窃案件和交通肇事案件适用和解的比例较大，这三类

案件共占所有和解成功案件的７７．３％；对较多种类案由的案件尝试刑事和解取得成功，说明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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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事人生活、工作地点和联系方式变更，其余联系不成功，未能回访。

前一年类似案件的具体选择方法如下：由实证研究项目重点选择的八个基层检察院各自在实验之前的２００６办案年度

选择与实验期间和解成功案件案由相同、案情相似和数量相同的案件。例如，某一检察院在实验期间有３起交通肇

事案件和解成功，则从２００６办案年度中选出与这三起交通肇事案件案情相似的３起交通肇事案件。由于极少数案件

在２００６办案年度无法找到相对应的案件，采用这种案件选择方法最终选择了２４０件案件，共３１７名加害人。

被调查者列出的刑罚标准高低不一，最低为判处拘役、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最高为１０年有期徒刑。

最初考虑到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特殊性而将其排除在刑事和解案件范围之外。在实际操作中，办案机

关对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但较为适合进行刑事和解的案件尝试了和解，和解成功３件，包括两起信

用卡诈骗案件和一起合同诈骗案件。



仅从案由的角度确定案件范围，而应综合各种因素考虑案件是否适合进行刑事和解。

表１　刑事和解成功案件案由

和解成功数 占和解成功案件的比例

故意伤害（轻伤） ７１ ２９．２％

盗窃 ６４ ２６．３％

交通肇事 ５３ ２１．８％

诈骗 〔１４〕 １３ ５．３％

故意毁坏财物 ８ ３．３％

故意伤害（重伤） ７ ２．９％

寻衅滋事 ７ ２．９％

抢劫 ６ ２．５％

过失致人死亡 ３ １．２％

挪用资金 ３ １．２％

其他 〔１５〕 ８ ３．３％

（二）刑事和解的主持者

实地调查显示，除上海等少数社区组织较为发达的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区的刑事和解采用办

案人员主导的模式或者混合模式。即使在混合模式中，人民调解员主持和解的比例也较低。

问卷调查显示，多数人更倾向于由办案人员来担任刑事和解的主持者。在针对社会公众的问

卷调查中，有３６．１％的被调查者认为由办案机关主持调解更好，有３６．３％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办

案机关的帮助下由双方和解更好，只有９．５％的被调查者认为由办案机关以外的组织主持调解更

好。这一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相当比例的民众在刑事和解方面对办案机关比较依赖，而对其他

社会组织则不信任。在针对司法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中，有４６．９％的被调查者认为由办案机关主

持调解更好，只有１１．９％的被调查者认为由办案机关以外的社会机构、相关组织主持调解更好。

这一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司法工作人员比较担忧由办案机关以外的社会机构或组织主持调解。

在重点跟踪的进入刑事和解程序的３２８个案件中，由检察机关主持的２９８个，〔１６〕占９０．９％；

由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的２５个，占７．６％；还有加害人与被害人自行和解或由其他人员主持和解

的５个，〔１７〕占１．５％。在人民调解员主持和解适用最多的两个区院，人民调解员主持和解的适用

率分别为５３．３％ （ＮＹ区）和４１．７％ （ＷＢ区）。人民调解员主持和解的成功率为８０％ （２０个），

高于检察官主持的和解成功率７３．２％ （２１８个）。

数据表明：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办案人员主导和解占绝大多数，但人民调解员主持和解则

在成功率上占有一定优势。

（三）刑事和解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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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刑法的规定来看，信用卡诈骗犯罪和合同诈骗犯罪被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而普通诈骗犯罪则

被归入侵犯财产犯罪，但从刑事和解的角度来说，这三类犯罪区别不大，因此将其视为一类案由。在１３起诈骗类犯罪

中，有两起系信用卡诈骗犯罪，有一起系合同诈骗犯罪，其余１０起为普通诈骗犯罪。

其他案件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２件）、职务侵占（２件）、抢夺（１件）、非法拘禁（１件）、聚众斗殴（２件）。

其中有１５个案件是在公安侦查阶段由公安机关主持和解的。

４个案件由加害人与被害人自行协商后和解，１个案件由单位领导主持和解。



在重点跟踪的进入刑事和解程序的３２８个案件中，１４１个案件采用了加害人－被害人模式，

占４３．０％；１６７个案件采用了加害人、被害人及其亲友参加模式，占５０．９％；２０个案件采用了

社区模式，占６．１％。〔１８〕此外，１６个案件有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共同认识的人参加，占４．９％。

从成功率看，社区模式最高 （９５％），有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共同认识的人参加的也非常高（９３．８％），

加害人、被害人及其亲友参加模式次之 （７６．６％），加害人－被害人模式最低 （６８．１％）。

在１５起律师参与刑事和解的案件中，有１２起和解成功，和解成功率为８０％，高于平均和解

成功率的７４．１％。在针对司法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中，有７５．６％的人认为加害人的律师应当参

与刑事和解，有８０．０％的人认为被害人的律师应当参与刑事和解。

数据表明：虽然实践中刑事和解的参与模式绝大部分集中于加害人－被害人模式和加害人、

被害人及其亲友参加模式，但社区模式及有双方共同认识的人参与模式在和解成功率方面具有不

可忽略的优势。此外，律师参与和解成功率高，且认可程度高。

（四）刑事和解的内容

在实践中，刑事和解的内容主要是一次性经济赔偿和赔礼道歉。在实验中，各地也积极探索

了其他内容的和解：３４个案件未通过经济赔偿即达成和解协议；４个案件尝试了公益劳动代替或

部分代替经济赔偿的方式；１６个案件在经济赔偿方面用分期履行代替一次性履行；赔礼道歉方

面则采用了书面道歉与口头道歉相结合、直接道歉与代为道歉相结合的方式 （详见表２）。

表２　刑事和解的内容

经济赔偿

（２０９个案件）

一次性履行：共１９３个案件，占９２．３％

分期履行（１６个

案件，占７．７％）

１个月内履行完毕：７个案件

１－３个月内履行完毕：１个案件

３－６个月内履行完毕：３个案件

６个月以上履行完毕：５个案件

赔礼道歉 〔１９〕

（２４３个案件）

当面口头道歉：１３８个案件

电话口头道歉：３１个案件

书面道歉：６个案件

亲友、律师代为道歉：４８个案件

检察、公安机关转达道歉：２１个案件

公益劳动

（３个案件）

案例一：盗窃案件，加害人系在校大学生，公益劳动的内容为负责所在宿舍公共

区域的卫生、学生工作办公室的卫生及日常邮件收发。

案例二：盗窃案件，加害人系在校大学生，公益劳动的内容为在地铁站作义务引

导员一个月。

案例三：盗窃案件，共同犯罪，公益劳动的内容为去敬老院作义工及在路上捡垃

圾等环保工作。

思想汇报

（４个案件）
４个案件的加害人在和解成功后继续向检察机关定期提交思想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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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其他地区的调查情况看，社区代表参与的刑事和解模式适用也较少。

有的案件采用多种赔礼道歉相结合的方式。



　　除了我们重点观察的实验地区外，其他地区也开展了刑事和解内容多元化的尝试。例如，失

火烧毁山林案件的和解将重新种上树并恢复原状作为和解的内容；交通肇事致死案件将加害人代

替被害人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作为和解的内容；等等。

研究发现：赔礼道歉是达成刑事和解的必备内容，但形式可具多样性；一次性的经济赔偿仍

是刑事和解最为主要的内容；在相关配套措施的支持下，存在探索经济赔偿之外的多元化刑事和

解内容的空间。

（五）刑事和解成功案件的处理方式

针对司法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中，有４９．６％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成功

后应当以酌定不起诉结束诉讼程序；有１８．４％的被调查者则认为，应当以暂缓起诉或者附条件不

起诉的方式结束诉讼程序。可见，多数办案人员对不起诉在和解成功案件中的运用寄予厚望。

与问卷调查结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重点跟踪的２４３个和解成功案件中，公安机关撤案不

予追诉的１１５人，〔２０〕占全部和解成功案件加害人的３６．５％；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的２５

人，占７．９％；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的１７５人，占５５．６％。不起诉的适用率很低。实地

调查也表明，在绝大部分地区的刑事和解实践中，对和解成功案件的加害人适用酌定不起诉的比

例都比较低，大量案件是通过退回公安机关撤案或者向法院提出从轻的量刑建议这两种方式来

处理。

研究表明：通过刑事和解终结程序 （退回公安机关撤案和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约占

全部刑事和解成功案件的一半。在审前被分流的案件中，有８２．１％是采用退回公安机关撤案这种

“倒流式”的 “法外”程序进行的，酌定不起诉作为审前分流的合法手段，未得到充分运用。

（六）刑事和解需要的工作量和时间

在和解过程中，由于案件情况不同，和解所需要的次数和时间也有所区别。平均和解时间为

１１１分钟，平均和解次数为１．８；其中和解成功案件的最长和解时间为１２６０分钟，最短和解时间

为１０分钟，最多和解次数为６次，最少次数为１次；和解失败案件的最长和解时间为６６０分钟，

最短和解时间为１５分钟，最多和解次数为８次，最少和解次数为１次。总体来看，对一个案件

进行和解平均需要两次，无论最终和解是否成功都需要平均近两个小时的时间，而这近两个小时

的时间只包括与加害人方或被害人方或双方进行交谈、沟通的时间，不包括为进行和解作准备的

时间。如果和解成功，办案机关需制作相应的法律文书及履行相关程序；如果和解失败则转入常

规办案程序。

数据表明：采用刑事和解的方式处理案件，比按照传统办案方式办理案件，需要花费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２１〕虽然刑事和解可以通过增加审前分流、减少审前羁押、减少短期自由刑适用以

及避免重新犯罪而在总体上节约司法资源，但对具体办理案件的人员来说，适用刑事和解会在相

当程度上增加他们的工作量和负担。

（七）影响刑事和解成功与否的因素

在重点观察的案件中，虽然实验组案件在尽量多地适用刑事和解的理念和告知当事人可以进

行和解等措施的作用下，进入和解程序的案件数量及进入和解程序的案件占全部实验案件的比率

均要高于对比组，但和解成功案件占进入和解程序案件的比率则要低于对比组。造成这种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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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３个加害人系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撤案。

对北京市七个区检察院 （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昌平）１１２件轻伤害和解案件的调查也发现，适

用刑事和解会延长检察机关办理案件的时间：适用刑事和解后办案速度最快的４天，最慢的２９８天，平均４１天，在

一个月之内结案的案件数量仅占５１．８％。而如果此类案件不适用刑事和解而直接审查起诉到法院通常只需要５天左

右，而且适用简易程序还不用检察官出庭。



原因主要是进入和解程序的对比组案件通常都是当事人积极要求和解的案件，因而和解的成功率

相对较高。这一现象说明刑事和解能否成功实际上受制于许多客观因素 （例如加害人与被害人的

意愿、加害人方的经济能力和加害人与被害人之前的关系等等）的影响，办案机关或人民调解员

的积极引导、促成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一些案件达成刑事和解，但这种引导、促成的作用

不应被高估。在这些客观因素中，有一部分可以进行量化分析。

一是案件的案由。经过观察发现，案件的案由对刑事和解能否成功有较大的影响。在重点观

察的和解成功案件中，过失致人死亡、故意毁坏财物、挪用资金、交通肇事、故意伤害 （轻伤）

案件和解成功率较高，分别达到了６０％、４７．１％、４２．９％、３８．１％、３４．５％。而盗窃案件虽然和

解数量较多，但和解成功率则较低，仅为７．８％ （详见表３）。

表３　不同案由刑事和解的成功率

和解成功数 同案由案件数 占同案由案件比例（和解成功率）

过失致人死亡 ３ ５ ６０％

故意毁坏财物 ８ １７ ４７．１％

挪用资金 ３ ７ ４２．９％

交通肇事 ５３ １３９ ３８．１％

故意伤害（轻伤） ７１ ２０６ ３４．５％

诈骗 〔２２〕 １３ ５５ ２３．６％

故意伤害（重伤） ７ ３１ ２２．６％

寻衅滋事 ７ ４４ １５．９％

抢劫 ６ ５５ １０．９％

盗窃 ６４ ８２３ ７．８％

二是共同犯罪。在和解成功案件中，有非共同犯罪案件１９０件，共同犯罪案件５３件。非共

同犯罪案件和解成功率为１８．５％，共同犯罪案件和解成功率为１１．３％。数据表明，非共同犯罪

案件的和解成功率高于共同犯罪案件。共同犯罪案件由于加害人人数较多而加大了和解的难度。

但共同犯罪案件仍有开展刑事和解的空间。

三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在和解成功案件中，９６个案件加害人与被害人原系熟人

关系；有１４７件案件加害人与被害人原系陌生人。加害人与被害人系熟人的案件和解成功率为

２９．５％，加害人与被害人系陌生人的案件和解成功率为１２．６％。数据表明，加害人与被害人原系

熟人的案件和解成功率要高出加害人与被害人原系陌生人案件的两倍多，这说明刑事和解有利于

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熟人关系；同时，加害人与被害人系熟人的案件也应当成为刑事和解的重点。

四是加害人所属地域的情况。在和解成功案件中，有３１５名加害人。其中有１８７人系本地

人，〔２３〕占所有和解成功案件加害人的５９．４％；有７６人系与本地有固定联系的外地人，〔２４〕占

２４．１％；有５２人系与本地无固定联系的外地人，占１６．５％。数据表明，和解成功案件中加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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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起系信用卡诈骗犯罪，１起系合同诈骗犯罪，其余１０起为普通诈骗犯罪。

我们所界定的本地人，是指户籍所在地属于进行和解的八个基层检察院所管辖的区，或者虽然不属于其所管辖的区

但属于其所在的市的人员，而外地人则是指户籍所在地在该院所在市以外的人员。

所谓与本地有固定联系，包括在本地有固定工作 （非短期打工）、有近亲属 （系本地人）、其他关系密切的亲友 （系

本地人）或其他固定联系。



系本地人的情况虽然在数量上多于系外地人的情况，但有相当数量的外地加害人也成功适用了刑

事和解，尤其是一些与本地有固定联系的外地人。可见，能否成功地进行刑事和解，与加害人是

否系本地人并无直接的关联，刑事和解同样适用于一些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

和解不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重点跟踪的案件中，有８５个案件进入了和解程序但未能

和解成功。主要原因有：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无法就经济赔偿的数额达成一致；加害人愿意赔偿

但无赔偿能力；部分案件被害人已经追回损失，因而不愿再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方不满意加害

人方在和解过程中的态度；被害人方坚决要求追究加害人责任；加害人方认为赔偿后即不应对其

追究刑事责任；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积怨已久。其中前两种情况最为普遍，占和解不成功原因的

７０％以上，中间三种情况也占据一定比例，后两种情况则属个别。

三、刑事和解的效果

通过对刑事和解案件的调查、观察、实验以及回访和数据分析，发现其至少在以下方面具有

积极效果：

（一）促进社会关系恢复与化解矛盾

从理论上分析，刑事和解由于采用加害人与被害人对话、沟通和协商的方式，在处理案件的

过程中较为关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因而有利于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修复其关系。

课题组从三个指标评估刑事和解这一方面的效果：当事人双方满意度、熟人关系恢复率、申诉上

访率。

一是和解双方满意度。共回访加害人１４３人，对刑事和解满意的１３０人，占９０．９％；基本满

意的１３人，占９．１％；不满意的０人。〔２５〕共回访被害人１１７人，对刑事和解满意的７９人，占

６７．５％；基本满意的３８人，占３２．５％；不满意的０人。〔２６〕可见，当事人对刑事和解的案件办理

方式有相当高的满意度。〔２７〕

二是熟人关系恢复率。在和解成功案件中，共有９６个案件的加害人与被害人在犯罪发生前

即已认识，包括亲属、朋友、同事、同学、邻里和一般性认识等。在９６个案件中，有３３个案件

同时回访到了加害人与被害人，有３０个案件的加害人与被害人一致认为双方的关系已经恢复，

关系恢复率为９０．９％。

三是申诉上访率。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在刑事和解成功的加害人与被害人中，无一人申诉或

上访，申诉上访率为０。〔２８〕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刑事和解在促进社会关系恢复方面的效果。

对数据及具体案例的分析表明，刑事和解在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和化解当事人矛盾方

面，确实具有积极作用，有利于社会和谐。

（二）促进犯罪者回归社会与防止重新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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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加害人选择基本满意而非满意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刑事和解中经济赔偿的数额过高，与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不符或超

出其所能承受的范围。

被害人选择基本满意而非满意的原因较为复杂，主要包括：失去亲人的痛苦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消除；因犯罪所造成

的损伤，如病痛、伤疤等仍使其感到痛苦；经济赔偿不够。

被告人上诉率与被害人请求检察机关抗诉率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当事人对传统办案方式的满意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与和解双方满意度进行对比。项目组了解了三个地区的相关情况：Ｎ市被告人上诉率约为３．９％；Ｗ市被告人上诉率约

为４．５％，被害人请求检察机关抗诉率约为１．３％；Ｓ市被告人上诉率约为２０％；约６０％的被害人请求检察机关抗

诉。而据其他研究者统计，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全国刑事案件的上诉率分别为１６．５２％、１５．８４％、１５．２３％、１３．４３％和

１２．７０％。参见胡云腾、周海洋：《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刑事二审、再审、申诉案件统计分析》，《法制资讯》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湖南省检察机关２００６年对５００多名当事人 （加害人与被害人）适用刑事和解，通过回访也发现无一人申诉、上访。

参见龚佳禾主编：《刑事和解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７页。



从理论上分析，刑事和解被认为具有促进犯罪者回归社会与防止重新犯罪的积极效果。

共回访了１４３名成功进行和解的加害人，全部为回访时未被羁押的人员，包括仍在缓刑考验

期或管制尚未执行完毕的３９人，被不起诉、撤销案件和刑罚执行完毕的１０４人。其中重新就业

的９５人，重新上学的１０人，虽未就业但帮助家里做一些工作的２２人，〔２９〕待业１６人。重新就

业、重新上学和帮助家里做一些工作的共占８８．８％。在回访的１４３人中，均未重新犯罪，１人被

治安处罚。

在重点选择的三个地区，由于采用安置、帮教等措施得力，刑满释放人员的重新犯罪率低于

全国平均数。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Ｎ市２００２年重新犯罪率为４．８％；〔３０〕Ｗ 市近三年重新犯罪

率为２．７％；〔３１〕Ｓ市近四年的重新犯罪率分别为３．１％、２．５％、２．１％和２％。〔３２〕虽然低于全国

８％的平均重新犯罪率，〔３３〕但与和解成功案件无人重新犯罪的情况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

虽然促进犯罪者回归社会与防止重新犯罪的长期效果仍需进一步跟踪，但刑事和解在这方面

的效果无疑已经得到了初步证实。

（三）保障被害人权利

被害人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是传统刑事司法办案方式受到质疑的一个方面，也是恢复性司

法与刑事和解兴起的原因之一。为检验刑事和解在被害人权益保障方面的积极效果，课题组从三

个指标进行评估：被害人获得经济赔偿情况、被害人获得精神上的宽慰情况、和解对犯罪影响的

消除情况。

一是被害人获得的经济赔偿。与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相比，被害人通过刑事和解能够获得

较为充分的赔偿。具体表现在：获得赔偿的数额相对较高；获得赔偿更为及时和充分。通过和

解，被害人方获得经济赔偿的数额最高为６０００００元，〔３４〕最低为３００元，〔３５〕平均为７８０２９．２元，

和解成功后立即履行率为８８．１％，全部履行率为９１．４％。

与刑事和解相比，被害人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存在以下问题：赔偿不及时。由于

附带民事诉讼需要经过法庭审理并由被害人向法院申请执行方能获得赔偿款，被害人因犯罪所遭

受的损失一般难以得到及时弥补，由此可能造成被害人生活陷入困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

率和执行率较低，难以保障被害人获得充分的经济赔偿。在重点跟踪的八个地区，被害人通过附

带民事诉讼获得经济赔偿的比率都不甚理想，最高的为３３．２％，最低的仅为０．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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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虽未就业但帮助家里做一些工作，指的是虽然没有从事正式工作，但与其家庭成员一起做生意、打工、在家务农等

状态，与社会有一定的接触，而非完全待业在家。

数据来源于ＣＮＫＩ中国宏观数据挖掘分析系统，参见ｈｔｔｐ：／／ｎｕｍｂｅｒ．ｃｎｋｉ．ｎｅｔ／ｃｙｆｄ／ＭｅｔａＳｈｏｗ．ａｓｐｘ？ａｒｅａｃｏｄｅ＝

ｘｊ１００１００＆ｚｈｉｂｉａｏ＝％Ｅ９％８７％８Ｄ％Ｅ６％９６％Ｂ０％Ｅ７％８Ａ％ＡＦ％Ｅ７％ＢＤ％ＡＡ％Ｅ７％８Ｅ％８７＆ｐｎ＝％Ｅ５％８Ｄ％

９７％Ｅ４％ＢＡ％ＡＣ％Ｅ５％Ｂ８％８２，访问时间２００９年１月４日。

数据来源于江苏司法行政网，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ｓｓｆ．ｇｏｖ．ｃｎ／ｊｃｇｚｄｔ／２００７１０／ｔ２００７１０２３＿１２４６０．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０９年

１月４日。

数据来源于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０７０５１６／ｎ２５００３８０４１．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０９年１月４日。

这一数据来源于司法部前副部长范方平在参加２００４年１０月于北京召开的国际矫正与监狱协会第六届年会暨研讨会

时的发言。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ｓｈｉｚｈｅｎｇ／１０２６／２９４３７７１．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８日。

该案系交通肇事致死案件，加害人被判处３年有期徒刑缓刑４年。

该案系抢劫案件，加害人被不起诉。

其他研究者对其他地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研究所得数据，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比对的参照物。以北京市二中院

的统计数字为例，２００６年北京市二中院判决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赔偿款为４４７．７６万余元，案均获赔６．４万元，而

实际上被害人及其亲属平均得到的只有２．３３万元，大多数被害人及其亲属连赔偿款的一半都拿不到。参见周崇华：

《法院 “空判”需国家救济制度 “埋单”》，《法制日报》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４日第８版。虽然地域和案件的具体情况有所不

同，但北京仍具有较大的参照意义。因为作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和法制最为健全的地区之一，其附带民事诉讼的判

决与执行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表４　实验地区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与执行率

附带民事诉讼

判决率

附带民事诉讼

执行率

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

经济赔偿率 〔３７〕

ＮＱ区 ２％ ９０％ １．８％

ＮＹ区 ８％ ７０％ ５．６％

ＮＸ区 １５％ ８０％ １２％

ＷＢ区 ４２％ ７９％ ３３．２％

ＷＨ区 １．５％ ５０％ ０．７５％

ＷＣ区 ５％ １０％ ０．５％

ＷＮ区 ８％ ７５％ ６％

ＳＹ区 ３８％ １０％ ３．８％

二是被害人获得精神上的宽慰。刑事和解可以使被害人获得精神上的宽慰，使其能尽快走出

被害的心理阴影。一方面，被害人能够以更加积极和更具影响力的姿态参与到对案件的处理过程

之中，在和解程序中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被害人通过参与和解程序能够与加害人面

对面地进行诉说与沟通，并能得到加害人的赔礼道歉，这些都能使被害人获得精神上的抚慰。回

访数据显示，被害人对和解过程及结果满意的占６７．５％，基本满意的占３２．５％，不满意的

为０％。

三是消除犯罪对被害人方产生的影响。刑事和解在综合性地消除犯罪对被害人方产生的影响

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对１１７名和解成功案件的被害人的回访显示：因刑事和解已消除犯罪影响的

９４人，占８０．３％；仍有一些影响的１９人，占１６．２％；仍有较大影响的４人，占３．４％。

（四）对刑事司法的积极影响

一是减少审前羁押。审前羁押在一定情况下是必要的，但审前羁押会增加交叉感染的机会，

影响被羁押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加重看守场所负担，耗费司法资源等。因此，应尽量减少不必

要的羁押。刑事和解的效果并不主要体现在减少审前羁押方面，但由于适用刑事和解后加害人的

社会危险性相对较小，因此有助于减少审前羁押。

在重点跟踪的案件中，有７４０名加害人在审前未被羁押，其中因参与刑事和解而自始未羁押

或者因参与刑事和解由羁押转为非羁押的１３２人，占全部未被羁押人数的１７．８％。有３人因刑事

和解失败而由非羁押转为羁押。可见，是否和解对加害人在审前是否被羁押具有一定影响，刑事

和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审前羁押。

在进行刑事和解实验期间，和解成功的２４３个案件３１５名加害人中，审前未予羁押的共２２４

人 （包括因和解未羁押的１３２人和其他未羁押的９２人），和解成功案件的审前未羁押率为

７１．１％；而在２００６办案年度的２４０个相似案件３１７名加害人中，有１６１人在审前未予羁押，其审

前羁押率为５０．８％。

二是增加案件的审前分流。将所有案件都诉至法院进行审理，不但会加重法院的负担，浪费

司法资源，而且将没有必要进行审理的案件诉至法院，也会导致诉讼拖延等弊端，因此，在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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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此处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经济赔偿率是将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率与执行率相乘而得的。考虑到有一些案件在法院审

理阶段调解结案并获得执行等情况，这样计算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经济赔偿率并不十分科学，但这一数字仍在一定

程度上能说明当地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情况。



司法中应当有一定数量的案件在审前即被分流。我国实践中，刑事司法程序审前分流的案件数量

非常有限，而刑事和解的适用能够使没有必要诉至法院的案件在审前程序中被分流。

数据表明，在２０９２名加害人中共有１８８名加害人在审前阶段被退回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包

括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后撤案）或者作出不起诉决定，审前分流率为９．０％。其中有１４０名加害

人是由于刑事和解成功而在审前被分流，因刑事和解而被审前分流的人数占全部审前分流人数的

７４．５％。

在进行刑事和解实验期间，和解成功的２４３个案件３１５名加害人中，有１４０人在审前被分流

（包括退回公安机关撤案１１５人，酌定不起诉２５人），审前分流率为４４．４％；而在２００６办案年度

的２４０个相似案件中，３１７名加害人中有５９人在审前被分流，其审前分流率为１８．６％。通过比

对可以发现，由于适用刑事和解，审前分流量得以成倍增加。

三是减少短期自由刑适用。〔３８〕一般认为，短期自由刑存在一般预防效果差、教育改善功能

差、影响犯罪者回归社会、易导致交叉感染和犯罪者易再犯等弊端，因此应尽可能减少短期自由

刑的适用。刑事和解案件在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基础上，会对犯罪人作出相对宽缓的

处理，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短期自由刑的适用。

数据表明，在已有处理结果的２０１２名加害人中，被不起诉、撤销案件、定罪免刑和判处管

制、缓刑、单处罚金的共计９５１人，其中因适用刑事和解而不起诉、撤销案件和判处管制、缓

刑、单处罚金的２４３人，占全部未适用短期自由刑人数的２５．６％。

在进行刑事和解实验期间，和解成功的２４３个案件的３１５名加害人中，有６５人被适用短期

自由刑，适用短期自由刑的比率为２０．６％；而在２００６办案年度的２４０个相似案件中，３１７名加

害人中有１２０人被适用短期自由刑，比率为３７．９％。

四是宽缓刑罚。对于轻微犯罪来说，刑罚宽缓化则代表了刑罚发展的趋势，与刑罚的人道

性、谦抑性和有限性等要求相吻合。同时，对于具有宽缓情节的犯罪人作出宽缓化处理，也是我

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要求。刑事和解案件在加害人与被害人和解的基础上会对犯罪作出相对

宽缓的处理，因此有助于实现刑罚的宽缓化。这一点在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

刑事和解使刑罚宽缓化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和解后加害人仍被判处实刑的案件中。〔３９〕观察和

解成功案件中所占比例较多的几个案由，包括盗窃、交通肇事和故意伤害，比对通过和解后被判

处实刑和未通过和解被判处实刑的平均量刑发现，在案由相同且案情相似的案件中，和解成功案

件加害人被判处的平均量刑普遍低于未和解案件，有的案件有较大差距 （详见表５）。这表明刑事

和解有助于实现刑罚宽缓化的效果。

表５　和解案件与未和解案件有期徒刑实刑平均量刑 （单位：月）

盗窃（数额低于

五千元）

盗窃（数额低于一万

多于五千元）

交通肇事

（致死）

交通肇事

（致伤）

故意伤害

（轻伤）

和解案件 ７．０ ９．９ ２２ ４．０ ７．５

未和解案件 １０．８ １７．１ ３２．２ ８．２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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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此处的短期自由刑指的是拘役实刑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实刑。

事实上，通过刑事和解使一部分加害人从原来会被判处刑罚转化为最终未被判处刑罚 （审前分流和定罪免刑），从原

来会被判处实刑转化为最终被判处缓刑，均体现了刑事和解有助于刑罚宽缓化的效果。但该效果上文已经论及，此

处仅说明最终被判处实刑的情况。



四、刑事和解适用中的问题与对策

实证研究的主要价值是发现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但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刑事和解适用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予以研究。

（一）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

对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理论界观点有二：一种认为，将可以和解的公诉案件限于

轻微刑事案件。而另一种则认为，不应对可以和解的公诉案件范围作出限制，包括死刑案件都可

以适用刑事和解。

在实践中，和解成功的案件范围较为广泛：从可能判处的刑罚角度，既包括了可能判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案件，也包括了可能判处３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

从案件类型来看，刑法第二、三、四、五、六章所规定的罪名都有所涉及。可见，从充分发挥刑

事和解积极作用的角度考虑，不宜单纯以案件类型或者刑罚为标准界定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

建议一：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公诉案件包括以下两部分：（１）轻微刑事案件，即侵犯公民人

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可能判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案件。

（２）虽然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加害人可能被判处３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加害人主观恶性不大或

者具备其他可宽囿条件的案件。

下列案件不适用刑事和解：（１）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２）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

（３）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４）加害人系具有较强的反社会性的累犯、惯犯案件。

（５）其他不适宜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

建议二：对于可以公诉也可以自诉的轻微刑事案件，主要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的，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赋予当事人对刑事部分进行和解的权利。

（二）适用刑事和解的条件

一般认为，刑事和解的条件包括：（１）案件事实清楚。（２）犯罪嫌疑人认罪。（３）双方当事

人自愿和解。但对于案件事实清楚的程度尚存在争议，观点有三：其一是认为能够进行刑事和解

的前提之一是案件事实清楚，只有案件事实查清后才能确定加害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才能进行

刑事和解；其二是认为只要基本案件事实清楚即可适用和解；其三是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就应

当允许和解。

据调查，在实践中既有因为事实尚未完全查清而和解不成功的案件，也有案件事实尚未完全

查清而成功刑事和解的案件。〔４０〕在针对司法工作人员的问卷中，回答也不一致：３７．３％的人认

为应查清全部案件事实；３８．３％的人认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发生且有证据证明加害人实施了

犯罪行为即可；９．０％的人认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行为发生即可；１４．４％的人认为只要当事人双

方无争议，就不需要查清案件事实。可见，占８４．６％的被调查者认为刑事和解需要有一定的事实

和证据基础。

建议：适用刑事和解的条件应当包括：（１）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即有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有

犯罪行为发生，且证明加害人实施了该犯罪行为。（２）加害人认罪且真心悔过。刑事和解并非简

单地以认罪换取较宽缓的处理，而是要充分关注加害人回归社会，以及修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应以加害人真心悔过为必要条件。 （３）双方当事人在了解刑事和解可能导致的结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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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这种案件主要包括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加害人与被害人均有过错的案件。这些案件既有可能因双方责任难以彻底

查清，加害人与被害人各执一词而无法达成和解协议，也有可能因加害人与被害人各退一步而达成和解协议。



下，平等、自愿和解。

符合上述条件，可以达到和解的良好效果；即使和解不成，也可以继续对案件作出处理。

（三）刑事和解的主持者

由办案人员、人民调解员担任刑事和解的主持者各有利弊。

办案人员担任刑事和解的主持者具有的优势是：（１）对案情和当事人都较为熟悉。（２）法律

素养较高，对刑事法律和刑事诉讼程序熟悉。（３）具有权威性，有助于最终达成刑事和解。但同

时也存在一定问题：（１）可能与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角色相冲突。（２）担任刑事和解的主持者

将占用办案人员大量的时间，这在 “案多人少”的情况下，问题更突出。

人民调解员担任刑事和解的主持者具有的优势是：（１）相对独立于诉讼程序，能够在加害人

与被害人之间居于中立地位。 （２）工作时间相对充裕，能够引社会资源以补司法资源之不足。

（３）人民调解员对沟通与调解有较为丰富的经验。（４）所达成协议的民事部分具有法律效力，可

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也具有一定的缺陷：（１）对案情和当事人不熟悉。（２）对刑事法律和刑

事诉讼程序不熟悉，易随意许诺并对案件处理造成负面影响。 （３）多数当事人不信任，权威性

较差。

据调查，实践中刑事和解的主持者大多由公、检、法机关的办案人员来担任，仅有个别地区

的少量案件由人民调解员主持刑事和解。有的地区尽管尝试了人民调解员主持和解的模式，办案

人员虽然将案件移送给人民调解员处理，但实际上仍然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指导和协助，

其工作量甚至超过了办案人员自己主持刑事和解的工作量；或者办案人员在将案件移交给人民调

解员之前，实际上已经就刑事和解作了实质性的工作，人民调解员处理不过是走形式。

问卷调查的结果也表明，公众对人民调解员的不信任与司法工作人员的担忧实际上折射出目

前人民调解组织等社会组织在机构建设和人员素质等方面与担当刑事和解主持者的要求之间还存

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尽管理论上认为由人民调解员调解更具有中立性，但在人民调解不够

发达、人员法律素养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似乎缺乏现实基础。因此，不宜对人民调解员担任刑

事和解的主持者作出统一性规定。

建议：（１）由当事人选择由办案人员主持和解还是由人民调解人员或其他人员主持。（２）鉴于

刑事和解的特殊性，可强化人民调解员专业与技能培训，或聘用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充当调解员。〔４１〕

（四）刑事和解的参与者

从理论上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刑事和解的参与者，使受到犯罪间接影响的人和社区代表

参加刑事和解的沟通与协商过程，对于扩展刑事和解积极效应的影响面、巩固刑事和解的积极效

果、增加整个社区的安全感和提高应对犯罪的能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实践也表明，有社区

代表参与的刑事和解的成功率较高。不过，盲目扩大刑事和解的参与者，有时也会带来负面的影

响，这在社区发展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注意。

实践中，律师参与刑事和解的比率非常低。在重点跟踪的３２８个案件中，仅有９个案件有加

害人的律师参与刑事和解，７个案件有被害人的律师参与刑事和解。但律师参与刑事和解却具有

积极的影响：律师能够充当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缓冲者；律师在法律方面的素养能避免被害人

漫天要价和加害人对刑事和解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律师能积极协助办案人员和人民调解员展开

刑事和解的工作。

建议：（１）和解参与者范围的确定，应当听取当事人意见。（２）应当确立受到犯罪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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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有的地区在这一方面作了初步的尝试：ＮＹ区进行的刑事和解都移送给固定的某一人民调解员办理，从而使该人民

调解员逐步熟悉刑事案件的特点；ＮＱ区和 ＷＢ区专门聘请了该院退休的检察官担任专职的刑事和解调解员并由当

地司法局赋予他们正式的人民调解员身份，取得了良好效果。



的人和社区代表参与刑事和解的模式，并探索将他们引入和解程序的有效且稳妥的方法，例如要

求对社区有较大影响的案件的刑事和解必须有合适的社区代表参与。 （３）应当通过扩大刑事辩

护、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拓展律师参与刑事和解。

（五）加害人履行义务的方式与赔偿数额

１．加害人履行义务的方式

刑事和解中加害人履行义务的方式，除赔礼道歉外，主要是一次性的经济赔偿。过于关注经

济赔偿的弊端是：（１）因加害人无法一次性履行经济赔偿而无法进行和解。 （２）给人 “以钱买

刑”的表象并饱受诟病。在针对社会公众的问卷调查中，有４８％的人认为刑事和解既能帮助被害

人获得赔偿，也给加害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是较好的处理刑事案件的方式；有１３．４％的人认为刑

事和解是花钱免罪和有钱人逃脱刑罚的方法；３６．３％的人认为虽然刑事和解能帮助被害人获得赔

偿，但也可能放纵罪犯。可见，仍有近半数的社会公众对刑事和解抱有隐忧。这与目前刑事和解

过分关注经济赔偿，尤其是一次性赔偿有关。（３）过于强调经济赔偿也会使贫穷的人无法适用刑

事和解，导致事实上的不公平。对公众的问卷调查中，８０％的被调查者认为刑事和解可能因为加

害人的经济情况不同而导致不公平，只有２０％的被调查者认为不会导致不公平。（４）过于关注加

害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对其回归社会和防止重新犯罪有消极影响。事实上，加害人履行义务

的方式集中于单一的一次性经济赔偿，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刑事和解发展的 “瓶颈”。我国目前刑

事和解过于注重经济赔偿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除刑事和解制度本身不完善外，还与我国经济

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欠缺国家补偿制度、社会转型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纽带被打破及社区

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等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建议：应建立多元化、因案制宜、因人制宜的刑事和解赔偿、补偿方式，具体包括：（１）一

次性赔偿。（２）分次、分期赔偿。（３）劳务补偿。（４）让加害人从事一定公益劳动 （部分案件可

以由政府先行给予被害人经济救助）。〔４２〕

２．赔偿数额

如何确定经济赔偿的数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４３〕有观点认为，赔偿属于民事权益的

处分，只要当事人自愿，又不违背法律和侵犯他人利益，数额多少应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公权力

不应干预。我们认为，刑事和解中的赔偿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生的，又与刑事部分的处理具有

密切关系。在协商过程中，被害人可能利用其地位优势和国家刑罚权的威慑力对加害人施加压

力，迫使加害人接受不公平的赔偿数额，使和解并非真正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违背公平

正义的基本要求。因此，刑事和解中的赔偿问题与单纯的民事处分并不完全相同。〔４４〕

现实中，不适当的赔偿数额也难以被认同。问卷调查显示：在针对司法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

中，２４．９％的被调查者认为应由当事人自行商定，无论数额是否显失公平，办案机关均不予干

涉；有５７．３％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在当事人协商的基础上，由办案机关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审查确

定；有１６．９％的被调查者认为，应由办案机关根据加害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伤害及被害人的损失

决定数额。可见，大多数人主张赔偿数额应当在当事人协商的基础上由办案机关进行审查，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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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４４〕

有的地区已经开始了积极尝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南京、青岛、无锡、江阴等地的检察机关与当地企业合作，

取保候审期间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置于企业之中，由企业对其进行监管，允许其在企业工作获取收入以向被害人进

行赔偿；无锡市探索让加害人从事公益劳动的和解方式，并尝试将特困被害人救助制度与刑事和解相结合；广东佛

山监狱尝试 “恢复性行刑”，鼓励服刑人员用自己在监狱中的劳动所得向被害人进行赔偿。

在重点观察的案件中，类似案件的经济赔偿数额有的也相差悬殊。例如同样是故意伤害 （重伤）案件，最低的赔偿

数额为１．８万元，而最高的则达到１７．５万元。

在重点观察的案件中，也存在检察官认为当事人之间达成的经济赔偿数额过高、有违公平原则而不予批准刑事和解

的情况。



是完全由当事人决定。

建议：经济赔偿的数额应当在当事人协商的基础上由办案机关审查，具体数额应当以被害人

实际遭受的损失为标准并允许上下浮动，同时应当参考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及案件具体情况确定经

济赔偿的上限。〔４５〕

（六）刑事和解成功后对案件的处理方式

实践中，和解成功后对案件的处理方式有三种，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１．审查起诉中达成和解协议后退回公安机关撤案，或者公安侦查阶段和解后直接撤案

审查起诉中达成和解协议后退回公安机关撤案是一种程序倒流，缺乏法律根据，有损法律权

威；在侦查阶段达成刑事和解后由公安机关自行撤案，也会使刑事和解失去监督，可能导致

风险。

建议一：在审查起诉阶段和解成功，符合不起诉条件的，以不起诉方式处理。

建议二：在侦查阶段和解成功撤案的，应移送检察院备案。检察院认为刑事和解销案件不适

当的，应当予以监督。

２．酌定不起诉

实践中，很少适用酌定不起诉作为和解成功案件的处理方式。原因是：（１）以往酌定不起诉

率考核指标的影响。（２）内部程序繁琐，工作量大，而退回公安机关撤案或者起诉要简单得多。

（３）有些地方名义上要求报上级检察院备案，实质上搞审批，剥夺了下级检察院不起诉决定权。

（４）酌定不起诉案件常常在之后的执法检查中反复被检查，办案人员觉得过于麻烦。（５）办案人

员担心被怀疑有司法腐败行为。（６）法律规定的酌定不起诉的法定条件限制过于严格，适用案件

范围过窄。（７）审查起诉期限短，不起诉作出即发生效力，不起诉后可以附加的条件有限，而有

些案件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一定期限的观察，有的需要经过一定期限才能通过分期付款履行赔

偿义务或劳务补偿、公益劳动，有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附加一些条件，现行酌定不起诉方式难以满

足刑事和解的需要。〔４６〕

上述问卷调查的结果也显示，〔４７〕司法工作人员对于酌定不起诉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寄予厚

望，这与实践中刑事和解后酌定不起诉极少适用形成鲜明对比。

建议一：放宽酌定不起诉的一般条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综合案件情况，没有起诉价值或

者没有起诉必要的，可以不起诉：（１）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２）涉嫌

犯罪的情节较轻，可能判处缓刑、管制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３）所犯罪行可能判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但犯罪后悔过，主动赔偿被害人或者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被害人谅解的。〔４８〕

这样规定，适用酌定不起诉的案件由轻到重，既扩大了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又体现出酌

定不起诉适用案件的层次性，更有利于检察机关根据不同情形行使裁量权。

建议二：增加附条件不起诉。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时，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附加适当条

件，或者规定一定的考察期限，要求被不起诉人在规定期限内或一定条件下履行指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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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有的地方掌握的标准是赔偿数额可以高于法院判决标准，但最高不得超过判决标准的３倍。

有一起盗窃未遂案件，加害人系在校学生，案发后真诚悔过并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检察机关帮助安排其在一家

企业工作，由该企业与其母亲共同监管，并要求其在６个月的考验期限内定期提交思想汇报，６个月后检察机关最

终对其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该案中，检察机关是采用与公安机关协商后多次退捕的方式来

“争取”到６个月的考验期限。

参见第二部分第五个问题 “刑事和解成功案件的处理方式”。

根据在Ｚ省和Ｊ省的四个市检察院和十个区检察院的问卷调查，９０％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

当规定，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缓刑、管制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犯罪嫌疑人，在一定条件下，可

以因当事人和解而作出不起诉决定。



为了体现区别对待，对于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或者涉嫌犯罪的情

节较轻，可能判处缓刑、管制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时，可以根据案件

具体情况附加适当条件；对于所犯罪行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但犯罪后悔过，主动

赔偿被害人或者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被害人谅解的，作出不起诉决定时，应当附加适当条件。

针对被酌定不起诉人，可赋予办案机关针对个案裁量决定一定附加义务。譬如：提交定期报

告；不得出入某些场所；不得从事特定的职业；从事一定的社区劳动；分期赔偿被害人；接受强

制性法制教育和心理辅导；定期作毒品测试；不得与同案犯见面或通话等。在未成年人案件中，

对于保证人或监护人也可规定相关的及时汇报义务和特别监管义务。

被酌定不起诉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指定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形，撤销不起

诉决定，予以起诉，或者要求被不起诉人限期履行指定的义务。被不起诉人在规定期限内重新犯

罪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不起诉决定，将撤销不起诉决定的犯罪与所犯新罪一并予以起诉。

建议三：明确酌定不起诉的裁量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决定不起诉时应当考虑哪些因素，办

案人员掌握标准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不起诉适用的效果。为此，立法应当明确，人民检察院

作出不起诉决定，应当综合考量下列因素：初犯，从犯，犯罪预备、中止、未遂，防卫过当或者

紧急避险过当，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积极赔偿被害人或退回赃物，积极避免、减少犯罪所造成的

损失，积极履行法定义务，没有实施妨碍诉讼进行的行为，公安机关、被害人无异议，已经取得

被害人的谅解，被酌定不起诉后可继续工作或上学等。

建议四：增加因和解、调解而不起诉。对于主要涉及双方当事人利益，对国家、社会危害不

大的案件，应当通过适当方式，鼓励当事人和解，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委托调解。和解

或者调解应当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对于和解或者调解的案件，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赔偿

损失，进行一定的公益活动等。经和解或者调解达成协议并执行或者已经开始执行的，人民检察

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建议五：增设调查和听证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增加对犯罪嫌疑人有关情况的调查程

序。调查范围包括成长经历、家庭环境及生活状况、性格特征、心理状况、学习或者工作情况、

人际关系、行为特征等。调查人员可以是负责社区矫正的机构或其他机构，也可以是律师。调查

后应向办案机关提供调查所得的材料，并提出意见。检察机关决定是否起诉时应当参考调查材料

及相关意见。对于起诉案件，调查材料及意见应移送法院。

为了增大不起诉的透明性，对于当事人有争议的案件，可以进行听证，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

及其法定代理人以及他们委托的人、社区、学校及相关机构或者相关人员的意见。

建议六：增加对未成年人的特别规定。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人，应当优先考虑非刑罚制

裁的处理方式。具体可以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对于未成年人，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

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或者涉嫌犯罪的情节较轻，可能判处缓刑、管制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

的，或者所犯罪行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但犯罪后悔过，主动赔偿被害人或者积极

采取补救措施，被害人谅解的，应当优先考虑适用不起诉。

对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审查起诉，应当通过家庭、学校、单位、居 （村）民委员会等，了解

其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性格特征、心理状况、学习或者工作情况、人际关系、行为特征等，充

分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

对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审查起诉，应当充分考虑逮捕、起诉、定罪对其学习、工作或者获得

学习、工作机会的影响，以及中断学习、工作或者丧失学习、工作机会对其以后成长的影响。

３．向法院提出从轻的量刑建议

这种方式适用较多，但程序规定不明确，各地做法不一，有些法院误认为检察院提出量刑建

议侵犯审判权，甚至影响检、法关系。

·９１·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实证研究



建议：规范量刑建议程序及提出量刑建议的方式，实现法院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将对量刑

事实和情节的调查、辩论作为法庭审理的一个环节。

（七）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刑事和解取得良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需要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持，而我国目前与刑事和解

相关的配套制度的缺失与不健全，已严重影响到刑事和解的适用及其功能的发挥。主要包括七个

方面：

第一，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缺位，使得被害人过于依赖从加害人处

获得经济赔偿，从而使一部分案件的刑事和解过于关注经济赔偿而忽视了双方关系的修复，甚至

使一部分被害人为了获得经济赔偿而违心地与加害人达成和解；同时，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缺

位，也使得由国家代替当时无经济赔偿能力的加害人先行向被害人支付经济赔偿，并由加害人在

一定期限内返还国家的做法无法得到适用。

建议：制定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或者制定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法。这有利于刑事和解将

重点放在化解当事人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也有利于贫穷的加害人适用刑事和解，保证适用

和解上的平等性。

第二，强制措施制度。目前羁押率较高，取保方式较为单一，后续配套措施缺乏。一方面，

羁押后使许多加害人在审前无法获得取保候审而丧失与被害人面对面进行刑事和解并修复双方关

系的机会；〔４９〕另一方面，即使取保也无法保证使一部分加害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履行应尽义务。

建议：通过完善立法，适度扩大取保候审。为此，需要确立以原则和例外相结合的取保候审

条件体系，〔５０〕明确不得取保候审的情形，〔５１〕强化取保候审的约束力，〔５２〕规定灵活多样的保证

方式，〔５３〕赋予办案机关在决定取保候审时附加相应义务的裁量权，〔５４〕对于遵守取保候审义务、

为减少犯罪影响积极赔偿或作出其他努力、主观恶性已大大降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在

案件处理上体现从宽处理。

第三，社区矫正、帮教制度。目前的社区矫正、帮教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社区矫正的对

象较为狭窄，没有把被不起诉的人作为社区矫正的对象，这使通过刑事和解被酌定不起诉的加害

人难以纳入社区矫正的体系；受社区建设不成熟等因素的影响，社区矫正与帮教的整体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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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由于看守所的特殊管理制度，实践中几乎没有加害人与被害人在看守所进行刑事和解的做法。

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予以取保候审。可

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取保候审不致发生妨碍诉讼、重新犯罪或者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的，除法律另有规定的

以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取保候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取保候审：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逃，取保候审有碍侦查、起诉、审判的；

以自伤、自残等方法逃避侦查、起诉、审判的；有脱保，伪造、毁灭证据或者串供、妨碍证人作证记录，或者有证

据表明有逃跑，伪造、毁灭证据或串供，妨碍证人作证，重新犯罪可能的；有报复、威胁被害人的行为，或者有证

据表明有报复、威胁被害人的可能的；没有固定住所，又不具有其他取保候审条件的；具有其他不适宜取保候审的

情形的。

具体可以规定：被取保候审人逃跑的，根据具体情形作出以下处理：没收保证金；没收保证金，且追加罚款；情节

严重的，以藐视司法 （脱保）罪追究刑事责任，与原涉嫌犯罪数罪并罚；构成脱保记录，终生禁止取保。对被取保

候审人逃跑行为有过错 （譬如，保证人与被取保候审人串通，协助其逃匿以及明知藏匿地点而拒绝向有关机关提供

等）的保证人，根据具体情形作出以下处理：罚款；在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承担民事连带赔偿责任；司法拘留；

以不履行保证义务罪追究刑事责任；构成保证过错记录，终生禁止作为保证人或者本人被取保。

应当规定保证金保证与保证人保证的方式可以同时适用，以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优势互补，增强取保候审的适用

效果。应当规定财产保证 （包括动产、不动产，而不是仅仅为保证金）、具结保证方式，以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应

当允许多种保证方式灵活组合，视案件需要予以综合运用。

譬如：提交定期报告；不得出入某些场所；不得从事特定的职业；接受强制性法制教育和心理辅导；定期作毒品测

试；不得与同案犯见面或通话；未经许可或者同意，不得接触被害人、证人；扣押护照等相关证件；提供保证人同

时提供财产担保等。对于保证人或监护人也可附加相关的及时汇报义务和特别监管义务等。



低；大量外来人口难以纳入社区矫正体系。社区矫正机构应该负责对被酌定不起诉人实施监管、

教育和辅导。除了监督被不起诉人履行检察机关规定的义务外，还应负责对被不起诉人进行强制

性心理辅导、法制教育；对属于外来务工、家境贫困、失业、居无定所等情形的，应当提供就业

帮助、生活救济或回乡补助、特定居所等救济措施。社区矫正机构应当与检察机关及相关机构或

人员保持密切联系，建立相互沟通信息的工作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并就对被不起诉人的监管、

教育、辅导的执行情况及时反馈检察机关。

建议：国家应当完善社区矫正、帮教制度，将被不起诉的人纳入社区矫正范围之内，并加大

社区矫正制度的建设力度，鼓励各地探索完善社区矫正的途径与方法；针对在本地无固定住所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委托有关单位监管、帮教，或者由当地企业安排就业、帮教和监督。

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与企业签署协议，对外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企业协助安排工作，

同时监督其履行有关义务。〔５５〕政府应当制定相关政策，给予政策上的优惠，以鼓励企业在这方

面作出贡献。

第四，考核考评指标与办案流程管理。考核考评指标与办案流程管理在防止办案人员懈怠、

规范执法行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有些指标和流程存在绝对化、单一化、僵硬化、部门

化及内部不协调等问题。由于有些指标规定缺乏科学合理性，导致办案机关对逮捕率、起诉率及

定罪率的盲目追求。拘留后没有被批准逮捕、逮捕后被变更取保候审、作出不起诉或者无罪判

决，取保候审后发生逃匿等，都会给办案机关、办案人员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其后果，往往导致

办案机关为了满足考核指标和流程的要求，而无视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５６〕这使

得一些可以通过和解取得良好效果的案件不能适用和解，导致办案效果很差。

建议：以办案人员是否有过错、是否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为依据确定考核指标；

应根据案件情况设立不同的案件管理流程。同时，鉴于案件情况的复杂性，应当在严格条件下规

定一定的灵活性，赋予办案机关根据具体案件情况酌情处理的裁量权。考核考评指标直接关系办

案机关的工作导向，其本身十分复杂，不宜草率改革。应当在广泛调研、设计的方案经过试点验

证的基础上，慎重推进改革。

第五，防止刑事和解过程中的权力滥用与司法腐败。适用刑事和解导致权力滥用和司法腐败

的风险，主要指的是由于刑事和解后加害人一般都能获得相对宽缓的处理，这就有可能使一些公

安司法人员利用刑事和解来谋取私利，导致权力滥用和司法腐败。

建议：建立当事人投诉、调查机制，以及由办案机关纪检、监察、案件质量监督部门回访当

事人的机制。〔５７〕该机制与其他制度、程序共同作用，可以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和司法腐败。

第六，办案机关人员编制。办案机关的人员编制是依据当地户籍人口确定的。我国改革开放

以来，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有些地方的外来人口已经远远超过有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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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５６〕

〔５７〕

有的地区已经开始积极的尝试。例如江苏省江阴市检察机关与当地企业合作，设立 “未成年人关爱教育基地”，对取

保候审的和被判处缓刑的外来涉罪未成年人提供监管和帮教，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除了公、检、法机关各自系统的考评制度外，有的地方的办案机关为了自身便利，实行一些不成文的规定。譬如，

有的法院拒绝接受检察院起诉的被告人被取保候审的案件，检察院不得不大量适用逮捕措施，将本不应逮捕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逮捕。

苏州市平江区检察机关在这方面作了较好的尝试，由检察机关对侦查阶段、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进行监

督。在侦查环节，公安机关对刑事和解案件作出撤案决定之后，将有关资料送交检察机关进行备案审查，即报备监

督。其中，对社会影响重大、舆论关注、容易激化矛盾的案件，检察机关也可应邀提前派员介入，对刑事和解全程

进行引导与监督。在检察环节，将一般刑事和解案件纳入办案质量管理体系，对拟不起诉处理刑事和解案件在作出

最终处理决定前增加人民监督员评议程序，以强化对刑事和解的监督。在审判环节，由检察院派员对刑事和解实施

小组的组建、小组成员的选聘、刑事和解计划的制定、刑事和解方案的落实等同步见证监督。



地方外来人员犯罪占所有犯罪的９０％左右。按照管辖区户籍人口确定办案机关人员编制的做法，

已远远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按照管辖区实际常住人口来确定公安机

关、检察院和法院的人员编制，已经刻不容缓。只有将办案人员的日常工作量控制在一个较为合

理的水平，案件质量与效果才能保证，刑事和解才能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建议：对于外来人口较多、外来人口犯罪较多地区的办案机关，应当按照管辖区常住人口而

非户籍人口来确定办案人员的编制。

第七，刑事和解技能培训。目前，无论是办案人员还是人民调解员主持刑事和解，都存在相

应技巧和素养方面的不足。人民调解员主要欠缺刑事法律知识及对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关系特殊

性的认识，办案人员则主要欠缺沟通与调解的技巧。此外，对于哪些案件和哪些当事人适合进行

刑事和解，也缺乏相应的风险评估方法。这都会影响到刑事和解作用的发挥。

建议：对主导刑事和解的人员进行法律和技能培训；为相关人员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风险评

估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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